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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现代新儒家则倡导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文

章通过分析现代新儒家的中西文化观，指出，现代新儒家在倡导中西文化会通、交流，表达

希望儒学复兴的期望时，带有一种“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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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思喜

自%’-"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开
始了为中国崛起而奋斗的历程。他们在遭受西方“坚船利炮”打击的同时，也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涤，

随着由器物而制度而文化的认识的加深，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族危机的根本在于文化危机，因此

开始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解救民族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一个

认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过

程。不同的学者囿于自己的学术背景提出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不同见解，而现代

新儒家作为这不同的文化流派之间的重要一派，凭借着自己的苦心孤诣，至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事实上，尽管被统称为新儒家学派，新儒家们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的论点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

的，本文主旨并不是详细区分这些学者们的观点的差异，而是试图分析这些学者关于中西文化关系

的共同特征。毕竟，能够被称为是一个文化派别，在基本的文化态度上应该有一些共同的趋向。

一、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反对者谈起

讨论现代新儒家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西方人关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争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01234 /5 67328739 *:;929<=13=9/2 >2<=9=0=?
!""# 年 , 月
第 + 卷 第 ( 期

@3AB C !""#
D/4B +C E/(

!,



第 !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 年

论。西方关于文化间关系的争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

“文明的冲突”可以看作亨廷顿所认为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冲突的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兴高采烈地庆祝苏东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提出了“历

史的终结”的命题，宣称全球冲突的结束和一个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和谐世界的出现，一时间，“历

史的终结”充斥四处。%&&!年，而亨廷顿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文明冲
突论，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与争论。

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冲突的结束和一个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世界的出现，相

反，在价值观念或身份认同上也许会更加的疏远和分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幻想式的乐观的认识，

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新的认识世界政治格局的“地图”。而“文明的冲突”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关

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而这一模式强调的就是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冷战的时代

是一个以意识形态和经济或政治模式作为区分“朋友”和“敌人”的标准的时代，而在冷战结束后的

新的世界中，即“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

是文化的区别”。"

“文明的冲突”基于的是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

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共存。#这些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尽管在一些表层上可

以达到某种认同，但在文化的内核（价值理念和宗教）上却难以相容，因此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宗

教的文化按其自然的发展则互相之间将形成一种冲突的境遇。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国际政治发展将

沿着这样的一条路程前进：“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明相似的民族

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因此，未来的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

要的和最危险的冲突，不是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

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笔者之所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的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的关系论述，原因在于，亨廷顿沿着文明的冲突的理论发展预测了一个全球文明战争的图景，而将

这全球文明战争的起因归结为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

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美国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中国代表的是儒家文明，当然核心指

的是中国文化。因此，我们可看出，亨廷顿认为全球文明战争的起因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

突与交锋。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以后，激起了全球性的关注和争论，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非西

方文明圈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大声挞伐，尤其是作为亨廷顿树立的西方文明“假想敌”的中国文化中

的知识分子，更是坚决反对。而西方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也并不是人人都认同亨廷顿的主张，例如，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就坚决地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而主张“文明的共存”。作者

在《文明的共存》一书的“前言”中讲他明确地指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主宰我们时代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将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危险，但同时它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类各民族

之间的危险敌对性有可能得以调和：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的。因此，

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

“文明的共存”与“文明的冲突”从这两个短语的形式上看是完全对立的，在观点立场上应该是互

相反对。指涉到中西文化关系上，从表面上，自然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的共存”强调的是在一

个多元文化的现代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共存的；“文明的冲突”则强调的

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现代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冲突的、互不相容的。

但事实上，强调“文明的共存”的哈拉尔德·米勒也同样持有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对中国做出

这样的一个预言：文化特征将逐渐和西方文化接近。”(因此，米勒的所谓“文明的共存”主张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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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世界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观察视角，!但也仅仅只是观察视角而已，对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

景最终自然是西方文明同化其他文明，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楷模。米勒说：“一方面，我们不可

否认西方文化存在的诸多‘瑕疵’，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恰

恰是西方文明为国际关系的和平以及持续发展创造了最孕育希望的工具”"、“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

到了不十分令人满意的结论：西方文明并非完美的上帝之作，它也同样面临着潜在的危机，而且它

也没有找到应对现实挑战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它至少是目前最适合寻找出路的选择。因为相对于其

他文明而言，它相对更具灵活性，更坦率诚恳，更自由和更具合理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比较其

他文明，西方文明无疑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相对最好的选择，因而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米勒仍然坚持的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这一点，倒是和亨廷顿没有区别。

为什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终会越来越接近，原因就在于整个世界都选择了现代化，而现代化

是由西方首先实现的，今天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特征，而且随着全球

一体化和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文化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影响在所难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的理论。实际上，米勒的观点有点模糊了“现代化和西化”的界限，而

亨廷顿则有意识地进行了区别：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而且，现代化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现代

化，实力的增长所以才有了文化间的冲突，因为：“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伴随着其文化

的繁荣，而且之以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

尽管亨廷顿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文明的冲突”，但我们应该看到，亨廷顿的观点最终是要落

实到文明的对话与谅解上来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摒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

寻求共同性”。!%#为此亨廷顿提出了避免文明冲突的三原则：一是避免原则；二是共同调节原则；三是

共同性原则。!&#强调文明的共存的米勒最终却走向西方文化的“世界化”，而主张“文明的冲突”的亨

廷顿最终却主张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事实上，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米勒的思想与中国的文化激进主

义者，即主张中国文化最终西方化的观点的学者相共通，而亨廷顿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新

儒家一派的主张可以互相彰显。

二、现代新儒家的中西文化观

今天，国内外对于“现代新儒家”的概念并不陌生，按照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把儒学区分为先秦

儒家、宋明儒家和现代新儒家三个时期，于是就有了“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所谓儒

学第三期发展问题也就是现代新儒学或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及其前景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却也

可以归结到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来，其他的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探讨，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精神的认识

等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关系”而展开的。

当然，要谈“现代新儒家”的中西文化观，首先就要指出哪些学者的观点将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之列，换句话说，首先要表明笔者关于“现代新儒家”的成员定位以及发展阶段的问题的看法。目前

比较流行的“三代说”，即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唐

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钱穆等人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为现代新儒家

的第三代。!’#但是这种分析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有学者认为，这种分析方式，一方面忽视了

在梁、熊与冯、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无论是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还

是哲学方法而言，都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将钱穆与唐、牟等人排在一个阶段也不妥。!(#因此，提

出了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第一代包括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第二代包括冯友兰、贺麟、钱

穆等人，第三代则包括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第四代则有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人。!)#

尽管关于新儒家人物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阶段上的定位有不同的看法，但学界还是认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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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的思想发展还是有着相继相承的发展逻辑的。李泽厚先生

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中，就认为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并恰好构成相联接的

层面或阶段的，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鉴于李泽厚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年
代，事实上，%#年代至今，国际上有一批称之为当代新儒家的人物（例如杜维明等人）在积极探讨中
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和中西文化应有的文化格局，因此，本文着重简要地叙述一下梁漱溟、冯友兰、牟

宗三、杜维明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看法。

梁漱溟，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是一个既有传统儒者精神又有着现代儒者气质的一个

儒家之徒。!$#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东西方文化大论战，梁漱溟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并提出了自

己的文化主张。按照人生“意欲”的不同，梁漱溟将世界上存在的文化分为三类：其一是西洋的文化，

其二是中国的文化，其三是印度的文化。而按照文化的发展逻辑，这三种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并列的，

而是有着一定的顺序：先是西洋的文化，继之是中国的文化，最后应该是印度的文化，按照梁漱溟的

说法就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梁漱溟讲对于三种文化，我们不能认为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坏的，这样的区分是不正确的，

三家文化无好坏之分，只有合宜不合宜的区别。以前希腊文化合宜，现在认为是不合宜了，但这并不

是说希腊文化不好。同样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中国文化并不是不好，只是不合宜罢了，但这并不表明

中国文化将来不能合宜。事实上，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应该是世界未来文化发展的路向。因此，对于

这三种文化的应取的态度就应该是：第一是“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容保留”；第二是“对于西方文

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第三是“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
%’#而中国的原来态度，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孔子的精神，就是儒学的精神。所以，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梁

漱溟主张中西文化实质上并不是冲突的，因为二者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两个依次的阶段，因此中

国文化是要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但同时认为中国文化在精神、态度上高于西方文化，所以对于西方

文化要用“孔子的精神”进行态度上的转化。而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就应该是中国文化的路向。

尽管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成就给予肯定，主张我们要全盘地承受西方文化，而且他的学说中也

融合了西方生命哲学（伯格森等人的思想），但实事求是地说，梁漱溟对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缺乏

一种深入的、思辨性的逻辑认识，包括熊十力在内也是如此。而以冯友兰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则

对西方文化有深入了解。在冯友兰的“文本”中，不仅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更体现了对西

方文化的运用，冯友兰就是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程朱理学。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对

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冯友兰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是古今的差别，早在 "# 世纪 !# 年代
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就明确地指出：“近所谓中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

文化之差异。”%(#所以中国要想摆脱被人欺负的历史和命运，中国文化要想获得新生的命运，就必须

要现代化，而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改造程朱理学构建“新理学”体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尽管冯友兰主张中国要现代化，但却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也对“中国本位文化论”持不同的看

法。他讲：“有所谓‘全盘西化’、‘部分西化’，和‘中国本位’等主张。先说‘全盘西化’，此说看来是很

有毛病的。⋯⋯再说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人，照他们说，我们对于中国旧有的东西，应该‘存所当

存，去所当去’。这两句话，看起来没有一点错，但其不错，一如逻辑中之‘甲是甲’，我们在这上边得

不到一点知识。⋯⋯此数说都可谓搔不住痒处。”%)#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冯友兰实际上坚持的是一

种“中体西用”的观点。%*#“中体西用”的主张是洋务派的张之洞首先明确提出的，对于这个近代社会

的重要文化命题，冯友兰并不是完全认同的，他首先承认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有说不通的地方，

然后指出自己关于“中体西用”的看法。冯友兰讲：“我们的主张虽与清末人的主张似同，其实大不相

同。他们是以为只有物质文明，至于精神文明，还是中国的好。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到

了‘五四’，认为西洋不仅有物质文明，而且精神文明亦高，而且精神文明是基础，故须从精神文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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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今日照我们说的工业化，使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质为根据。如有了某一种的物

质文明，则某一种的精神文明不叫自来。”!"#同时，他又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

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按照冯友兰的主张，中

国要吸收西方文化，一方面要看到他们先进的物质文化，另一方面要看到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关

系，认为中国接受了西方的物质文化，自然西方的精神文化就会“不叫自来”。但同时，冯友兰又认为

中国的基本道德是好的，是需要继承的，在中西文化上，即是主张：“若把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活动，做

一整体看，则在道德方面是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是开来。”!%#

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被认为是最具哲学深度的新儒家，他以“良知自我坎陷说”建构了一个

儒学的新哲学体系，而这一学说从根本上讲，也是为了解释中西文化关系以及建构中西文化的会通

哲学体系的。牟宗三有“三统说”，这是他有关中国文化发展途径的认识概括，即：“一、道统是肯定，

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本

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

之必然。”!&#此一“三统说”，也就是港台新儒家所主张的“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也称之为“返本开新”。

三统说可以看作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的全面的表述，其中，返本指的是儒家的“道德良知”，开

新指的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

牟宗三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只成就了内圣的一面，至于外王一面则没有得到充分

的发挥，即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只强调关注德性，注

重成就德性主体，而忽略了对纯粹知识、知性的重视，这样一方面导致了科学思想和知识论的不发

达，无法产生西方式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以道德价值观念为主导，以成就圣贤人格为目的，于是圣

王贤相就成为了理想政治的标志，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就始终也不能摆脱君主专制的桎梏，因而走出

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政治。因此，今天要光大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仅仅满足于继承孔孟“道

统”是不够的，还要致力于“学统”和“政统”的探讨。“良知自我坎陷说”就是牟宗三在这上面的努力。

就文化而言，西方文化之“用”自有西方文化之“体”，就是“知性主体”，中国文化之用则有中国

文化之“体”，就是“德性主体”。“德性主体”就是道德心，“知性主体”就是认知心。道德心是超越的

心，代表了生命的方向，在境界上高于认知心。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道德心开出认知心，从“德性

主体”转为“知性主体”，又从“知性主体”转为“政治主体”，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之境。这

样，既能够继承孔孟的“道统”，坚持传统文化的“体”，又可以获得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的西方

文化的“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上，牟宗三坚持中国文化为主体，通过文化的自我创

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中西文化的会通，而开出“第三期儒学的新发展”。

第三代的新儒家学者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香港、台湾等地，间或在国际上有些声音，因此通

常的称这一代为“港台新儒家”。尽管他们也强调了西方应该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根本的全新的了解，

但也不得不略带无奈和悲观地承认，西方人是用一种看待“文明的遗物”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

的。这一代的新儒家拥有一种花果飘零、游弋无根的文化心理困境———尽管在梁漱溟、熊十力等第

一代、甚至是包括冯友兰等人的第二代人那里，都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来说，落后

了，与中国现实不合，但的确还没有经历第三代新儒家那种心理的痛苦困境。对于第三代的新儒家

来说，他们只能依靠一种深切的接续“道统”为己任的道德精神，苦心孤诣地坚守着儒学的一点血

脉。这反映在他们的文化观上，尽管强调儒学的德性主体的超越地位，却也不得不最终要实现到“民

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上。包括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人在内的第四代新儒家———学界又称之为

当代新儒家———作为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在传弟子，他们继承了先师接续儒门“道统”的文化自觉

精神的同时，却比其师更加具有辩证的理性精神。当代新儒家探讨的问题在深度、广度上都超过了

第三代，而且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不再靠重新建立一个儒学的哲学体系来论证儒家文化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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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复兴，他们多从现实的各种问题出发，与其他各国的学者共同交流和对话。相对于前辈，他们探讨

的问题更加现实，交流的范围更加广泛，他们的眼光也更加具有全球的视阈。

当代新儒家普遍地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两种民族文化各自所具有的民族性，在强调

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民族性，在建设现代化的方案的选择上，也要注意现代性的多

元性，强调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可能和实践。以杜维明为例，他并不反对西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

有影响，但他却认为这种影响仅仅是“历史的”，西方“并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东亚现代化的内容”，“现

代化的多元倾向乃至非西方的现代文化的创生皆可不言而喻”，!"#东亚现代化是西方和包括儒家在

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因此，杜维明根本的精神是主张中国真正人文精神的重新建立，倡导儒

家文化传统的现代精神和意义。但同时也认为对中国儒家思想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理性分析，科学精

神、民主思想、宗教情操甚至是弗洛伊德的深层理念都是儒家传统所缺乏的，而这些恰好又是现代

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而这些又都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因此，杜维明主张传统文化

复兴的同时，要注意文明的对话。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性问

题的讨论中去，与西方文明进行积极的“对话”和“交流”。并且认为，即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真的

存在，也应该加强文明间的对话，而且对话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这也就和亨廷顿最终谈到世界和

平依赖于文明间理性对话的观点是一致的，而这一点，无论是赞同还是否定亨廷顿的人都要承认。

三、传统与超越：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

尽管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具体表述存在着理论上的差异，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主张显然是一

致的：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倡导儒家文明的复兴，同时也承认西方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借鉴之，这也就是港台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主张。这样的一种

文化倾向我们也可以从学者关于“现代新儒家”的定义中看出。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领军人物方

克立先生在%&’$年的《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一文中，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了概念界定：“现代
新儒家是在本世纪"#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
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现代新儒家主张会通中西文化，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历史事实：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遭受了西

方的侵略和奴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独立。这是现代新儒家探讨中西文化关系的最终目

的。从梁漱溟开始，就在探讨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和可能的选择，现代新儒家讲中国复兴的希望放

在了传统儒学的复兴上，而复兴传统儒学却并不是如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清末的倭仁等）那

样，不分优劣地一味强调民族文化的伟大，而是试图进行严格的学理上的分析和论证，以及将目光

投向西方，投向世界。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代代的现代新儒家对于东西方文化精神及其之间

关系的探讨在逐步地加深认识和了解，眼光也更加开阔。当代新儒家的眼光比前几代的人物都为宽

广，他们是在全球语境下论说传统文化和儒学的复兴的，例如杜维明就主张“文化东亚”。

相比较于前辈人物，当代新儒家更多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事实上，杜维明“文化东亚”的

提出，与’#年代之后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的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当代新儒家坚信东亚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的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东亚经济的起飞与儒学

所宣扬的价值理念有着很深的关系。当然“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学界还存在着争论，

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发展的前景预设，在这里不作讨论，提出这一问题，说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

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讨论“普世主义”时提出的如下观点：“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

主义的出现。”!%#正像他说的“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

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指的是物质力量方面的优势，而现代新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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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中国乃至是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自然也就拥有了文化自信心，越来越多地主张参与世界

文化、全球伦理的构建中去。实际上，在全球化越来越成为历史的必然时，各民族的自我认同感随着

本民族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也开始越来越成为一个明显的现象。东亚

经济的发展让现代新儒家找到儒学传统应该有的道德优越感。

考察现代新儒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实质上体现了传统和超越的理念。

传统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就是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传统。中国乃至整个东

亚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民族发展的根系所在。而超越，则比较复杂，一方面指

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另一方面指的是对西方文化的超越。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就是指的宋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传统儒学有着自身难以克服

的弊端，传统儒学本身开不出“民主”、“科学”等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价值观，牟宗三的“良知坎陷

说”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儒学的超越的努力。这点上，现代新儒家观点一致，他们所作的工作，一方面

就是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基本精神，以期寻找到传统儒学中民主科学的种子，另

一方面则主张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对话，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

实现儒家的第三期发展，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超越。

对西方文化的超越，则是体现了一种理性的、辩证的审视西方文化的眼光。现代新儒家是反思

“西化派”的，因为他们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在国内发表后，对西

方文化的反思就没有停止过，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强调中国文化在生

命精神上高于西方文化，就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他看到了西洋人的“可怜”，他们的物质的疲惫，

精神的匮乏，相反中国的文化是如此的博大，足以给疲惫的西方人以精神上的慰藉。梁漱溟的中国

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张，开启了现代新儒家主张超越西方的道路。张君劢、贺麟、冯友兰等人是如

此，牟宗三等人更是如此，牟宗三的“德性主体”统率“知性主体”、“政治主体”的“良知自我坎陷说”

的体系的建构，更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超越。而当代新儒家也同样遵循这样一种超越西方的主张，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仅强调儒学传统对东亚的影响，而且也强调儒学对世界文化、全球伦理的贡

献，主张儒学参与世界问题的讨论。他们主张的超越，不仅仅局限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对西方文化的

反思，同样希望西方人在建设自己的文化时，同时关注世界上其他的非西方文化传统，以它们为参

照物，对自己的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超越。

因此，笔者认为，在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上，现代新儒家坚持“传统与超越”的价值理念，体

现了现代新儒家的“后西方时代”的文化特征。所谓后西方时代，指的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后
现代”模式，而是非西方文化在发展现代化道路上所独有的文化特征。

后西方时代，既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逻辑概念。称它是一个时间概念，指的是现代新儒家

提出的东亚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化实现之后所要走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因此，西方文明实现现

代化的历史对于发展中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称它是一个逻辑概念，则主要是

指西方文明及其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对于要求现代化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是一种财富，但也始终是负

担，因此要求在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反思西方文化，揭露西方文化存在的种种弊端，

并克服之。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儒学的当代复兴离不开大陆的现代化的实现，中国走上现代化的

道路是在西方的刺激下产生的，但同时也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主张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

化道路。而在文化关系上，则主张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用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补西方文化之流

弊。正像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文精神，体现在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的发展上，而西方

文化的精神是理性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上，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面的单线发展与独断专行必

然带来人类的灾害。”!"#最好的思路就是以中国文化的精神涵盖西方文化的精华。一种文化的优点

常常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想让一个分币的两面同时朝上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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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的现实意义

"##%年&月"’日，孔子诞辰两千五百五十六年，在曲阜孔庙进行了祭孔大典。这次祭孔大典在国
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几千年来祭孔大典的又一次举行。在此次祭孔大典

中，我们要重点关注两点：一是官方首次正式主持大典仪式；二是此次大典为全球联合祭孔大典。为

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两点？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又一次重复了上千年的祭祀仪式，而且是"(世纪需要关
注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

官方正式主持，代表了对文革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这二十多年文化理论反思后的一次结论性的

宣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可能作为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文化驱动力；而全

球联合祭孔，尽管并不是声势浩大，但却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可能而且应该作为全球文化建设和

世界共同伦理制定的主体参与到世界文化舞台中。

全球联合祭孔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包括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内涵，而从文化学的学术角度上考

虑，实际上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两个发展纬度：纵向的历史性纬度———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

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看待文化发展的历史的眼光；以及横向的地域性纬度———中国本土文

化与其他文化（实际上指的就是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一种世界的眼光。

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背后体现出的内涵，正是现代新儒家所要追求的，而且这样一种文化意识也

越来越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而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的扩张的看法。西方的扩张

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亨廷顿指出非西方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对西方的回

应有三种态度：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其中第三种他称之为改良主

义。改良主义的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并且亨廷

顿敏感地指出，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并且以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来做例证。!"#实际上，现代新儒家，尤其是港台新儒家提出的“内圣开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说，就可

以说是坚持一种“中体西用”的主张，当然相较于晚清时期的“中体西用”说，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更

深广，对于何为“体”、何为“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都超过了晚清时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

承认，现代新儒家的分析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而正像李泽厚在(&&%
年讲的，今天“仍然是‘中体西用’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

全球联合祭孔的现象，似乎在表明着现代新儒家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以及他们所作出的积极

建构，已经成为以一种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了新中国文化的光辉前景：

“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的创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发扬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同时并吸收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这就是中国新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这样的

一种客观规律本质上就是主张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与现代新儒家多有理论上的共识。

注释：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年。见中文版序言。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年，第$页。
#同上，见“中文版序言”。
$同上，第("&页。
%同上，第)页。
&同上，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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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思喜：传统与超越：现代新儒家的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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